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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認為“蘭亭學”是一門可以從多維度進行研究的學科，歷代“蘭亭學”

者正是用不同方法、以不同史觀研究二王為代表的魏晉書法，由此引申出關於書

法史的闡述模式多樣化的問題，提出“形式”的書法史和“精神”的書法史的設

想。 

 

 

 

 

 

 

 

 

 

 

 

 

 

 

【關鍵詞】蘭亭學、書法史觀、闡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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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蘭亭學”存在的理由 

在中國書法史上，東晉永和九年的會稽蘭亭雅集，是一次影響深遠的藝術創

作活動，也是歷史上一次意義不同尋常的文化事件。 

 

從中國書法本身的發展軌跡來看，魏晉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如果說魏晉

以前書法藝術的發展與漢字字體的演進是“亦步亦趨”的關係，那麼在此之後，

書法開始擺脫文字的“控制”，而展開藝術的翅膀向天空翱翔了。這倒並不是說

書法就脫離漢字了，而是說書法的藝術特性不再由於漢字字體演變這一強大的文

化變革活動而始終處於附庸地位。書法仍然必須書寫漢字，但它的藝術性開始走

向獨立。 

 

漢字從商周甲骨文開始成為獨立的書面符號系統，經歷了長達兩千年的形體

演變。對比世界上其他幾種古老的文字，如古埃及文字，古西亞契形文字，演變

的初期階段是非常相似的，但其他古文字未達到完善就演變中止，唯獨漢字不斷

自我完善，直至形成與漢語融洽、能運用自如的符號體系。其中的原因必然可以

聯繫到政治、文化、歷史變遷以及符號系統本身的應變能力，是值得深究的一個

問題，但尚不在本文討論之例。戰國至秦漢時期的“隸變”，是古文字和今文字

之間的分水嶺。古文字演變時間較長，經歷了甲、金、篆、戰國文字，古隸是一

個過渡，等到出現成熟的隸書，文字的使用者和使用頻率大大增加，而隸書到楷

書的轉變差不多就是筆劃的轉型，比較輕鬆，絕不像“隸變”那樣充滿“陣痛”

了。 

 

由隸書到楷書的演變，整個漢字書寫的時代背景與文化環境是和以前大不一

樣的。這個時期，正是中國形成大一統東方帝國的時期，是中華民族融合形成的

時期，是儒家思想成為正統文化的時期，同時又是各種文化元素互相影響的重要

時期。文字的書寫者有士大夫，也有小吏、平民；文字用於官府文書，也用於民

間書劄。文字有寫得嚴整肅然的，也有草草急就的。因此，文字形體的個性化特

徵和筆法的自然多變，明顯地超越了以往任何一個時代。由漢至魏晉，漢字書寫

實踐積累了大量的藝術體驗和技法元素，這為文人將其進行藝術加工和文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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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作了厚實的鋪墊，奠定了書法成為藝術的基礎。 

 

王羲之以及與他出身相當的一批文人，是從文化發達的中原、齊魯一帶南遷

的上層官僚及僚屬。他們的文化修養、藝術水準處在當時中國文化“金字塔”的

頂層。江南的景色、氣候或許比北方更為宜人，而要說文化和學識，他們則可以

作俯視的姿態了。但是，不同的文化地理環境，對於有藝術天賦的人來說就是一

種強大的“觸媒”。 

 

眾所周知，王羲之的書法才能並不是天生的，他有良好的家教，有拜名師學

藝的經歷，有廣涉前代各名家書帖的藝術積累，有從小飽讀詩書、書畫兼攻的苦

學過程，有儒道釋的融會修養，有豐富的交遊和人生體驗。書法的豐富性源于人

生的豐富性，書法的韻味悠長正是文化的源遠流長。書法，是一門綜合了中國文

化的藝術，王羲之，又是集諸多文化素養於一身的古代文人典範。王羲之于書法，

可謂“生當逢時”。漢字至魏晉已諸體皆備，各種技法元素都已形成卻有待總

結、提純，漢字書寫成為藝術活動已經呼之欲出，時代已經在呼喚巨匠的誕生，

巨匠必然要具備全面的素質，而王羲之恰恰具備這樣的素質，又具有足夠的地

位、天賜的機緣。蘭亭雅集就是這樣一次沒有深謀遠慮、卻意義深遠的歷史事件，

《蘭亭序》也並非刻意的大創作，卻成了流芳百世的名篇。書法史的演進時至關

鍵，又恰逢王羲之、恰逢“蘭亭”應運而生，這看似偶然，卻又是歷史的必然。

研究王羲之書法或書法的王羲之，應作如是觀。 

 

中國的文人雅集，具有多種的形態和性質，蘭亭雅集是在那個特定歷史時

期，由一群特殊身份、共同雅好而又性格各異的人舉行的文化活動，這裡面有文

學的內容，有民俗的內容，有藝術的內容，有社會文化的內容。蘭亭雅集並非政

治性的集會，但卻有一位中心地位的人物王羲之。王羲之在這四十二人中成為中

心人物是由於他王氏家族的顯赫地位，還是由於他身居會稽內史之職，還是由於

他學問高深書藝精湛？或者僅僅由於這次活動由他發起歸他做東？參加雅集的

人都有什麼身份和背景，互相是什麼關係，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有何地位影響？這

些問題的探究和梳理， 應該對魏晉思想文化史、中國知識份子特徵的重新認識

有所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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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亭雅集”若是沒有誕生《蘭亭序》，其意義也乏善可陳，所以“蘭亭學”

的重點是對《蘭亭序》的研究。《蘭亭序》在書法史上的意義自不待說，就此研

究魏晉文人的哲學思想和生命意識，研究王羲之的精神世界，研究文獻的真偽流

傳等等，皆是絕妙的材料。圍繞《蘭亭序》的文獻還有《蘭亭詩》和歷代蘭亭題

跋，雅集參與者的著作、書劄等，歷來不太被重視，未來的“蘭亭學”研究者應

該視為重要資料。 

 

魏晉書法史最重大的課題就是以王羲之為代表的文人群體對書法文化的貢

獻，“蘭亭學”是以王氏書法藝術為主要研究物件的，涉及與蘭亭雅集有關的人

物、史事，是兼及藝術史論、哲學美學、社會學、民俗學、文化史學等多個領域

多種研究方法的綜合性學科，但是它又集中在“蘭亭現象”這個討論範疇。“蘭

亭學”還包括對蘭亭研究的研究，比如對《蘭亭序》真偽問題的爭辯，裡面就有

關於學術史和學術史以外的許多問題值得探討。凡是對某一領域的討論以“某某

學”冠之，即意味著它本身有學術討論的價值，同時，對它的討論與研究成果必

須用學術的高度、規範進行衡量。隨著學術環境的改變，思想認識的深化，新材

料的陸續發現，參與人員的增多，“蘭亭學”的前景必然可觀，成果必將光大。 

 

“蘭亭學”作為文化史的研究，對如何運用新觀念、新方法來對待傳統學術

問題，或者再進一步，對於如何建立中國特色的藝術學科體系，可能是一個很好

的實驗範例。“蘭亭學”的研究對於繁榮地方文化、推進特色旅遊、增強民族文

化自信力，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蘭亭學者的書法史觀 

“蘭亭學”是已經卓有成果的一門學問。與“紅學”相似，若沒有前人蔚成

氣候，“學”從何來？“書聖”和“天下第一行書”的強大影響力，使得歷代學

者對“蘭亭”相關問題的研究持續不斷，大大豐富了書法史研究的內容。縱觀這

些成果，傳統學者和現代學者大致形成兩大陣營，反映了各有特色的或前後相承

的書法史觀和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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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學者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考證、校勘、辨偽、著錄，還有一部分點評、

論理；其書法史研究成果的形式，主要為考證類專著、題跋及題跋彙編、目錄和

單篇論文。就“蘭亭學”而言，我們說的傳統學者大致是指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前

的。若以六十年代“蘭亭論辯”為分界點，我們將參與論辯的學者劃歸到現代學

者的行列。雖然論辯中的許多學者，用的還是傳統研究方法，但就論辯的總體意

義而言，已經進入“蘭亭學”的歷史新階段，自此，學者的學術視野更為開闊，

研究視角更為多樣，研究方法貫通中西，研究成果更為豐富。當然學術研究總是

需要傳承的，“蘭亭學”前後階段也不是涇渭分明，而面對文獻史料，傳統的整

理分析方法，仍然是不可能放棄不用的。 

 

我們要討論的是“蘭亭學”者的書法史觀。書法史觀大概可以用觀史的不同

角度、評史的不同立場、論史的不同方法、述史的不同風格來換言之。 

 

現存最早的“蘭亭學”文章，大概要算唐太宗的《王羲之傳贊》，它收在《晉

書》裡，當屬信史。文章是否太宗親筆尚可討論，但必定反映了他的觀點。李世

民在文章裡引了《蘭亭序》，因此對王羲之的評價必然也受《蘭亭序》內容的影

響。“傳贊”不是考證文章，是李世民基於對王羲之作品的審美感受和對《蘭亭

序》的閱讀體會，當然也接觸了其他史料，而做的一篇評傳。儘管裡面沒有什麼

研究性的文字，但傳達出的史觀是顯明的：書法史是由傑出人物構建的，傑出人

物是靠作品說話的。作品的超邁來自書法家精神的超邁。就述史的風格而言，當

屬於點評派。 

 

宋代對於以《蘭亭序》為代表的魏晉法書的研究，非常熱門。這源于皇帝對

書法的熱愛，尤其對“二王”的熱衷，由此產生了《淳化閣帖》和帖學研究，而

帖學的主體部分，就是關於“蘭亭”的研究。當然今天的“蘭亭學”，有帖學的

內容，更有超越傳統帖學的內容。宋代黃伯思、陳思等學者，秉承前代評品、考

據、史證等傳統方法研究書法史，但是將大量筆墨投入到王羲之和蘭亭。無論是

黃伯思的《東觀餘論》、《法帖刊誤》，還是陳思的《書小史》和《書苑菁華》，都

有對二王和蘭亭序的考據評品。宋代還有幾位學者是不喜歡對書法作考據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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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如蘇東坡和米芾，在《東坡題跋》與《海嶽題跋》中，他們論書都是以比

較個性化的點評為主。因此，作為證史為主的黃、陳和點評為主的蘇、米，成了

宋代“蘭亭學”的兩個陣營。但是兩派都未能挽回帖學在南宋的衰落。元代的趙

孟頫是以復古實踐“捍衛”了蘭亭的大旗，以致帖學到明代進一步得到光大。明

末，一些不願意守舊的文人，不學蘭亭之貌，而追尋二王當初的創新精神，創作

了一些在形式上頗有新意的作品，但他們仍在帖學的範圍內，“書聖”的光芒仍

然籠罩著他們。 

 

清代，首先是占統治地位的帖學受到了碑學的衝擊。但碑學所由產生的金石

學、考據學也大大推動了“蘭亭學”走向了新的境地。學人們對以往帖學研究中

的一味捧場和良莠不分開始不滿，對一些似乎蓋棺定論的說法提出了質疑。《淳

化閣帖》是帖學的開山之作，而二王法帖是這部叢帖的主體，因此對“閣帖”的

研究向來是“蘭亭學”的一個大題目。清代以王澍《淳化秘閣法帖考證》為代表

的一些著作，對閣帖的文字缺失、作品真偽等作了全面考論，雖仍不免有失誤，

但指出了王著當時選刊閣帖時的眾多謬誤，初步梳理了二王法帖等的文獻形態、

考證了諸多人名物名，是帖學的一部重要著作。之後又有一些“補正”之作。當

然，此類研究屬於考據派。另外，清代還出了幾位敢於發疑的人，李文田便是其

中的代表，他的矛頭直指向被認為“書聖”之“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

他認為《蘭亭序》從撰者到書者皆非王羲之本人，同時他提出了有關證據。之後，

李文田的聲音不再擴大也很少後續，畢竟多數人習慣了王羲之書《蘭亭序》的成

說。但李文田等“疑古派”無疑是“蘭亭學”者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 

 

民國時蘭亭研究萬馬齊喑是可以理解的。新中國建立以後，以沈尹默《二王

法書管窺》為標誌的、以恢復二王傳統為表像以復興書學為指歸的部分學者的努

力，只是稍稍點燃了書壇的薪火。當初唐太宗以朝廷之力將王羲之和蘭亭推向了

神話般的寶座，但當代的毛澤東似乎並不很喜歡王羲之，他更愛好寫狂草的懷

素。然而“蘭亭學”又一次因為跟政治沾上了一點邊，而重新熱鬧起來。郭沫若

是博學多才之士，他看問題的切入點往往跟一般學者不一樣，是善於從表像入

手，大膽發疑的。他在行政上的位置使他能夠率先獲得考古研究的一手資料，南

京郊區出土的《王興之墓誌》引起他對王氏家族書法的思考，進而對王羲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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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序》起了疑心，最終，其全面否定《蘭亭序》為王羲之撰書的論文《從王謝墓

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發表了。與李文田文獻派的疑古不同的是，郭沫若

有出土文物為證據，而且論證的過程頗有歷史唯物主義的色彩。要仍舊算疑古，

可以稱“後疑古派”。但高二適等頗有學術自信力的考據派學者，居然不買帳，

他們以文獻為依據，從魏晉思想到王羲之生平等據理力爭《蘭亭序》的真實性。

高二適等人畢竟是不諳世故的文人，或者說是那種骨鯁在喉一吐為快的頗有個性

的知識份子，他們並不知曉，有些人並不將這種爭辯看作是純學術的行為。於是，

蘭亭爭辯後來就出現了一大批“擁護”郭老、圍剿守舊派的文章，一場原來正常

的學術討論演變成唯物論與唯心論的思想鬥爭，高二適等人的觀點受到了批判。

這樣的結局，放在當年以階級鬥爭為綱、強調知識份子要接受思想改造的大形勢

下，是一點也不足為怪的。   

 

“文革”後撥亂反正在“蘭亭學”方面的第一次大舉動，是 1983 年中國書

協和紹興蘭亭研究會舉辦的紀念蘭亭盛會 1650 周年的活動。當時有一個說法：

蘭亭在中國，研究蘭亭在日本，再也不能讓這樣的現象繼續下去了！且不說各類

紀念活動豐富多彩，就說與會的專家陣容，可以說是“空前絕後”。老一輩學者、

書家如舒同、啟功、李長路、朱複戡、沙孟海等均到會並發言，還有一大批當時

屬中青年，現在已在書壇名聲顯赫成了中老年的學者、書法家，也算是“少長鹹

集，群賢畢至”。這次新時代的“蘭亭雅集”，大家不受政治因素的影響，完全

站在學術的立場，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對王羲之和《蘭亭序》作了多角度的深

入研討，會上發表的學術論文有三十餘篇。之後又過了二十多年，“蘭亭學”的

研究步步深入，蔚為大觀，而今，“蘭亭學”的研究方法不僅有傳統的考據學、

文獻學，還有社會學、心理學、接受美學、解構主義等等，研究的範疇也不再停

留於真偽問題，而指向了更多方面，比如對王氏家族譜系的考訂、對二王書劄詞

語的辨析、對儒道佛思想在當時的影響、對歷代蘭亭“接受”的綜合考察等等，

都有相當數量、較高品質的文章面世。王玉池、王汝濤對羲之家世的考證、任平

對書劄詞語的考釋、孫洵對羲之書法歷史性的評述、白銳對“蘭亭接受問題”的

探討、劉濤和祁小春對王氏書學的全面研究等，都有一定的學術分量。 海外學

者紛紛參與，著書立說，而國內不少碩士、博士論文將“蘭亭學”作為選題。 作

為王羲之出生地的臨沂和《蘭亭序》誕生地的紹興，在舉行紀念活動和學術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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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上分別刊印了多部論文集，于“蘭亭學”的推進功不可沒。  

 

綜上所述，“蘭亭學”是歷代書學的大宗，“蘭亭學”引出了書史研究上的

許多問題，帶出了書史研究的多種流派，諸如點評派、考據派、疑古派、後疑古

派、新考據派以及當代各種分析學派。“蘭亭學”是日益繁榮的當代書學的一部

分，而“蘭亭學”之學，則可以引出關於書法史觀、書學方法論等更多維度的研

究課題。。 

 

三、書法史的闡述模式 

回顧書學史，我們看到這樣一個現象，對於同一個問題範疇，點評派總是發

軔在前，而考據派總是追隨其後，疑古派則貫穿在考據過程裡，疑古派的活躍成

了推動考據的動力，而考據的結局是帶來新的點評。這大概可以算是對以往書學

史研究的規律性的描述，“蘭亭學”的狀況大致也是如此。無疑古則難以設立問

題，無考據則立論無本，無點評則無理論推進。因此，點評、疑古、考據，皆為

書學研究不可或缺的成分，學者有所偏好可以，互相予以貶斥則大可不必。 

 

然而這主要還是一種“觀史”的方法，至於研究的立場和角度，就是一個關

於“闡述模式”的問題。 

 

在近年關於“蘭亭學”的研究文章裡，我們看到有的作者已經選擇了不同于

傳統研究的視角，比如從接受的角度，從形式分析的角度，從人文生態的角度，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等等。從不同角度看“蘭亭”，總比從一個角度看要好，不但

可以豐富我們對“蘭亭”價值的認識，還可以鍛煉和延伸我們的文化思維。 

 

以往中國書法史的研究著述林林總總，但基本闡述模式是相似的，給人以

“窺一斑可見全豹”之感。書法史都是以朝代分章，以書家生平、歷代名作為經

緯，稍加風格點評。近乎流水帳、大事記的闡述模式，只能是歷代書法史實的記

錄與描寫，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藝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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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史不但要交代“史實”，還必須描寫藝術作品 “形式”的演變過程、

藝術創作者“精神”的發展軌跡、藝術生態環境的形成與變遷；並且指出各個環

節之間的關係以及內在邏輯。事實上每一部“藝術史”都難以概全，作者根據自

己的學術興趣和知識儲備而有所側重反而是正常的，這也就是我們看到不同的藝

術史具有不一樣的闡述模式的原因。 

 

書法史當然可以用藝術史的各種闡述模式來寫。 

 

形式與內容，歷來是關於藝術討論得最多的話題，書法也不例外。在一般的

造型藝術當中，內容總是訴諸於一定的形式，形式以其線條、色彩、體量、結構

等“語彙”給與作品接受者情緒和感情的影響，通過這種影響，傳達出某種審美

觀和思想、哲理。如果一定要說藝術作品有思想內容，那也必然是通過形式來表

現（而不是直接的表達），而“情緒和感情”是繞不開去的仲介。 

 

書法在造型藝術中有點特殊，它的“內容”歷來被人們認為有兩個部分：一

部分是由文字構成的“語義”內容，一部分是由線形、布白、力度、墨韻等形式

語彙構成的“情緒”內容，也就是前面所談到的形式美層面的內容。可以籠統地

認為傳統書法的“內容”是雙重性的，但惟有後者才使書法具有了藝術的特性。

語義內容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到創作的表現方式，也關係到欣賞者的接受方式。這

一點，正是書法的“准藝術性”所在，是書法的文化“普適性”所在。當代一些

具有先鋒意識的書法家很想讓書法的藝術性“純化”，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

除語義內容，強化漢字本身的形式語彙，原因也在於此。 

 

我們做史論研究，不妨借助這樣一種思維方式：將書法的“形式”從書法整

體中“解構”出來，將其作為一個獨立的對象，來研究它的各項構成因素，描述

它的各種呈現方式和演變過程，揭示其變化的規律。這樣就構成了一部書法的

“形式發展史”。用這樣的闡述模式來寫書法史，並非想要“特立獨行”，而是

有它特殊的意義。中國歷代書法理論雖然汗牛充棟，但講到書法的藝術性，多為

感悟式的描述，對於形式的細緻的分析、理性的闡釋，實在太缺乏了。這樣的描

述雖然便於綜合把握，給人以想像的餘地，但難以回答諸如“何種形式語彙與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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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情感內容具有對應性”、“形式的演變如何反映審美意識的變化”等藝術學範

疇的問題，也是書法研究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就書法而言，篆書時期與楷書時

期有不同的形式特徵，帖學一脈與碑學一脈有不同的形式特徵。王羲之的書法在

筆法形態、布白方式上吸收了以往哪些形式美的元素？後世學王者又在哪些方面

弱化了這些形式元素、新添了別的元素？這些深入細微的分析，將為我們揭開許

多書法史上曾被人忽略的奧秘，從藝術形式的角度解答各種風格各家流派相承或

對立的內在原因。當然，形式史的闡述模式也要注意防止偏頗，形式的變化總是

有著各種因素的制約，對於社會風尚、審美趣味甚至書寫工具材料的變化也需涉

及，這樣，以“形式”為主幹的書法史才是立體的、有說服力的。 

 

書法講究“氣韻生動”，但這句話在以往眾多“大事記”式的書法史裡，往

往是一帶而過，未說出此氣韻與彼氣韻之間有何區別，又有何承接關係。其實，

要寫“藝術的書法”史，除了形式的嬗變之外，另一項重大之事便是應該將“精

神的歷程”梳理清楚。 

 

中國書畫理論用“氣韻”來指貫穿於作品的氣質氛圍，其實也就是創作者的

精神面貌在作品中的特別體現。關於書法中精神內容的描寫，如果脫離了對於形

式“選擇”的文化意圖和心理狀態的分析，仍然是沒有著落的空洞的描述，將缺

失它的意義。因此，以“精神”為主幹的書法史，仍然需要對於不同時期漢字書

寫狀態作“視覺心理”嬗變的分析和文化生態影響的闡釋。這種分析和闡釋是帶

有實證性的，是針對具體事例的。比如以王羲之為代表的“魏晉筆法”的產生，

是由於從文人的精神狀態方面來說已經進入到一種思考生命本質、超然物外的境

地，這在儒學受到質疑、玄學盛行的時代才會出現，而這時候一部分思想敏銳的

文人如王羲之，才會對書寫中出現的豐富而細微的筆法感興趣，進而組合、重構

為自身獨有的藝術化的筆法體系，顯然這套筆法體系不是文字語義表達所必須

的，而是為王羲之們個人審美情趣表達所用，為展現精神世界所用。既如此，我

們的書法史學者可以關注特定的筆法體系與特定的精神狀態、心理結構和文化生

態環境之間的對應和諧關係，對這種關係的演進描述就構成了一種書法史的闡述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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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神的歷程”為主幹的書法史，還可以分為“創作”的視角和“接受”

的視角兩種闡述方式。就“史”而言，創作者和接受者往往難以分成兩大陣營，

因為前人之事即後人之師，創作總是在接受的積累中誕生的。所謂兩種方式只是

在描述中各有側重而已，完全使用一種視角是不可能的。對“魏晉筆法”的接

受，是“蘭亭學”的重要課題，甚至是中國書法史研究的重要課題。魏晉筆法的

誕生是中國書法走向自覺藝術的轉捩點，後來的書法史幾乎就是一部以“接受”

魏晉筆法為主體的歷史。這裡當然有歷代帝王推崇的原因，也有被許多論者談到

的“雅正”書風符合儒家審美標準的因素，但就書法藝術本體而言，魏晉筆法由

於是對以往漢字書寫豐富筆法的總結，是特別具有文化修養和藝術才華的上層文

人“提煉”的成果，所以它在技法與氣韻的和諧性上達到了盡善盡美的地步。如

同古希臘英雄史詩、中國唐詩宋詞，在同樣領域同樣題材中達到了頂峰，後世難

以超越。人們總是感到二王書法中有取之不盡的技法，但每一次臨摹只能夠接受

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說，魏晉筆法的“接受”過程實際上是一個對其不斷削

弱、簡化的過程。或許可以將責任推委於刻帖的流行，因為刻帖者受到見識和技

術的局限，會丟失原作中筆法的精妙之處。但是這並不是問題的根本。事實上自

魏晉到宋代《淳化閣帖》誕生這漫長的歷史時期內，大量學習“二王”書法的人

是見過原作，或者通過“師授”繼承魏晉筆法的。其實臨摹對於原作的“簡

化”，符合視覺心理的規律。人們對於所看到的物象，總會按照自己原來的視覺

經驗積累，接受其值得注意的部分，而忽略自認為不重要的部分。換句話說，人

們學習前人書法，總是受到自身的審美價值判斷的支配。“簡化”是相對于原來

的魏晉筆法體系而言，但是後人減弱了一部分，或許強化了另一部分，新創了一

種筆法體系，樹立起了新的審美尺規。魏晉古法再好，時間長也會讓人審美疲勞。

所以，簡化也未必是一件糟糕的事。新的筆法體系也有追隨者，也會在簡化的過

程中重組，進而發展出新的風格、新的體系。有限接受，部分改造，逐步創新，

如此循環往復，正是歷史上書法演進的規律。引領時代的藝術家，能夠將時代精

神、個人性情和前人的創作經驗恰當地融合在一起。所以我們不必哀歎魏晉古風

的逐代衰落，因為，一代有一代之精神，一代有一代之書風，一代有一代之技法

審美體系。 

 

這是一種藝術史的觀念：審美精神可以是述史的主線，但審美精神不能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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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座標點；技法體系也不可能千古不易，而是不斷推進的概念。書法史的闡述

模式是取決於史觀的，我們選擇何種闡述模式來寫書法史，當首先取決於對書法

本質的理解、觀察歷史的角度和解決問題的立場。蘭亭雅集——魏晉書法，只是

書法史的一個片斷，但也是書法史的一個縮影，它的討論給出了關於書法史闡述

模式的課題。 

 


